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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

一、区域共同富裕：江苏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对江苏阶段性共同富裕的判断 2020年 11月，习近平主席视察江苏期间对江苏贯彻党中央

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

范从来 秦 研 赵锦春

内容提要 “十三五”以来，江苏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市）区经

济快速发展，绝对贫困消除。在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新阶段，江苏需围绕现代化阶段共同富裕的

目标内涵，聚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协调两大主线，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当前，江苏区域共

同富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经济发展富民效应仍待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差距，区域协调瓶颈短板依然存

在。未来江苏应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乡发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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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江苏 城乡协同 区域协调 共同富裕

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秦 研，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

赵锦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流动人员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共享发展研究”

（16JJD790024）、第 6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比较优势重

构”（2018M630539）、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低生育率背景下要素收入分配与中国经常项目失衡的调整与演化”

（1701123B）、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17EYB013）、江苏省社会科学

基金“国家治理能力专项”重点项目“构建城乡居民增收长效机制研究”（20ZLA010）、2020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首批自

组学科项目“城乡融合视角下益贫式增长实现路径研究”（2020ZZ010）、2020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首批重点学科项目

“农村经济学”（2020ZD001）、2020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应急课题“江苏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YJ2020D08）阶段性成果。

49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210525.005



· ·

江苏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3 期

图1 2015年—2019年国内主要发达省份人均GDP比较

决策部署、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成果进行了集中检阅[1]。依据2011年及2013年《江苏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指标体系》和《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2]，我们对江苏现代化实现度进行如下判断：

一是经济发展向现代化阶段迈进。2019年江苏人均GDP提升至 12.36万元，超过小康水平人均

GDP的 10万元标准，接近 2013年制定的人均 13万元标准，完成度为 95.1%。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

重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分别达到 2.7%和 44.4%，也接近现代化水平。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接近现代化水平。2019年，江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 95.7%，其中，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 51.3%，接近 2011年 53%的目标值，完成度为 96.8%。三是城市化水平

达到现代化标准。2019年底，江苏城镇化率达到 70.61%，超过 2013年设定的 70%的基本现代化目

标。四是居民收入距现代化仍有差距。2019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1056元，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为 22675元，达成 2011年制定目标值的完成度分别为 92.82%和 98.6%，距离 2013年制定

的目标值则仍存差距。

（二）现代化阶段江苏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最

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江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基本现代化目标仍有差距。因此，实现

共同富裕，促进居民增收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江苏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现代化阶段的共同

富裕蕴含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加关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的缩小。如果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是全面建成小康阶段共同富裕的目

标，那么，现代化阶段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应是在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的缩小。二是发展成果共享。在现代化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本消除，初次分配注重效

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调节功能应得到优化，要重点解决如何通过提高城乡协同和区域协调

发展水平实现区域共同富裕，促进发展成果共享。

二、江苏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优势条件

（一）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 1.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持续增长，物价水平平稳增长，失业率保持稳定。近年来，江苏经济始终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人均

GDP从 2016年的 9.67万元增长至 2019年的 12.36万元。二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物价水平呈稳定增

长态势。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江苏 CPI水平出现短期快速增长，在 2012年之后保持平稳增

长。三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低位。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江苏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小幅度上

升，达到3.22%。2013年至2019年间，失业率始终保持在 3%左右[3]。

2. 人均GDP居发达省份前列。江

苏人均GDP始终居于国内主要发达省

份的前列，略低于上海，但明显高于浙

江、广东和山东。2015年，江苏人均

GDP为 8.8万元，浙江、广东和山东的人

均 GDP分别为 7.7万元、6.7万元和 6.4
万元。从人均 GDP增幅看，江苏人均

GDP平均增幅也位于前列（见图 1）。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新华日报》2020年11月19日。

[2]朱晓明：《全面把握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群众》2012年第5期。

[3]GDP及人均GDP数据来自2010年至2020年《江苏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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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2016年至2020年中国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2]人均储蓄余额=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总人口数，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及总人口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

江苏统计局未公布 2009年至 201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笔者使用当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近似

计算。2013年至2019年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

[3]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 2010年至2020年《江苏统计年鉴》。

[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来自 2010年至 2020年《江苏统计年鉴》，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5]杜弘禹：《中国百强县市区地图出炉》，《记者观察》2019年第31期。

2016年至 2019年间，江苏人均GDP年均增幅达到 8.88%，高于广东的 8.64%、浙江的 8.32%以及山东

的2.65%[1]。

3.居民收入逐年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储蓄余额显著提升。2010年，江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1.60万元，同比 2009年增长 12.28%，2014年则高达到 2.7万元，同比 2009年增长 3倍以

上。“十三五”时期，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2.95万元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4.14万元，年

均增幅达到 8.79%。江苏住户人均储蓄余额快速增长，由 2015年的 5.09万元增长至 2019年的 7.16万

元，年均增幅达9.31%[2]。

（二）收入分配格局趋于优化 1. 劳动报酬占比显著提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劳动者报酬占

GDP比重不断提升。首先，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保持持续增长。2009年江苏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3.59万元，2019年在岗职工工资水平快速增长至 9.87万元，增幅达 2.8倍，年均增长率 16%。其次，劳

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呈“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江苏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由 2009年的 43%下降至 2010年的 40.8%。2010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则出现持续快速增

长。2014年江苏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 43.3%，恢复至 2009年的水平，并在 2017年之后再次快速

增长。2018年江苏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更是达到 45.7%，再创历史新高[3]。

2.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更

为明显（见图 2）。2009年江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6万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为 0.8万元。2009年至

2019年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为 9.56%，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

则达 11.02%，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增幅平均高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1.5个百分

点，城乡收入比降至2.25:1[4]。
（三）县（市）区经济协调发展 1. 县（市）区经济实力雄厚。江苏县域经济实力较强。2019年全

国百强县（市）之中，前四强均来自江苏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5]，其中昆山连续 15年位列全国综

合实力百强县市第一。2019年江苏共有 24县（市）上榜百强县，浙江和山东则分别为 15个和 13个，广

东则为 1个，地级市层面江苏百强区数量也在发达省份中处于领先位置。2019年江苏地级市所辖百

强区个数为21个，均超过浙江的18个、山东的12个和广东的 15个（见图3）。

2.县（市）区协调发展态势明显。百强县（市）区在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分布比较均匀，区域协

图2 2009年—2019年江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城乡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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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9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区在主要发达省份的分布[2]

[1]2019年，江苏百强县的地级市分布如下：苏南共 7个，分别是苏州 5个、无锡 1个、常州 1个；苏中共 10个，分别是

镇江 3个、南通 5个、扬州 2个；苏北共 7个，分别是徐州 3个、盐城 2个、连云港 1个、宿迁 1个。百强区的地级市分布如

下：苏南共 13个，分别是苏州 4个、无锡 3个、常州 4个、南京 2个；苏中共 5个，分别是扬州 3个、南通 1个、泰州 1个；苏北

共3个，分别是徐州1个、盐城1个、淮安1个。

[2]根据《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完整榜单》结合百强县所处省份整理。榜单参见杜弘禹：《中国百强县市

区地图出炉》，《记者观察》2019年第31期。

[3]各省份区域划分均参考各省统计年鉴的省内区域划分口径。按照 2009年至 2015年浙江地级市的区域划分进行

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区域划分。

[4]范从来、孙覃玥：《新苏南模式所有制结构的共同富裕效应》，《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

第2期。

表1 2019年中国百强县（市）区在江苏、浙江、

山东和广东的区域分布[3]

江苏

百强县个数
排名均值

百强区个数
排名均值

浙江

百强县个数
排名均值

百强区个数
排名均值

广东

百强县个数
排名均值

百强区个数
排名均值

山东

百强县个数
排名均值

百强区个数
排名均值

苏南

7
10
13
34

浙东北

14
34
14
42

粤东

0
0
0
0

鲁东

7
31
7
50

苏中

10
37
5
42
—

—
—
—
—

珠三角

1
88
15
30

鲁中

3
53
3
63

苏北

7
61
3
70

浙西南

1
13
4
56

粤西

0
0
0
0

鲁西

3
62
2
96

注：根据 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完整榜
单结合各省份百强县所处地理区位整理。榜单参
见杜弘禹：《中国百强县市区地图出炉》，《记者观
察》2019年第31期。

调发展的成效在江苏县域经济，

尤其是百强县（市）区的区域分

布上得到充分体现。2019年除省

会南京之外的 12个非省会地级

市中，11个地级市均有百强县[1]。

从区域分布看，苏南和苏北各有

7个县市上榜，排名的平均位次

分别为 10位和 61位。苏中地区

则有 10个县市上榜，排名平均位

次为 37位。2019年江苏上榜的 21个百强区中，苏南有

13个，苏中和苏北则分别有 5个和 3个区上榜，排名的

平均位次分别为34位、42位和70位。

对比浙江、山东和广东之后则可以发现，2019年，

浙江百强县（市）集中在浙东沿海地区，共 14个，占浙

江百强县的 93%。浙西南仅金华义乌县（市）上榜，排

名 13位。广东仅有位于粤中的肇庆四会市上榜。山

东百强县也集中在鲁东沿海地区，共 7个，占比 54%。

此外，浙江、广东的百强区分布也较为集中。浙江百强

区同样集中在浙东沿海，共14个，占比78%。浙西南百

强区集中在温州和台州两市，占比 22%。广东的 15个

全国百强区更是全部集中在珠三角。山东百强区区域

分布比较均衡，鲁东、鲁中和鲁西分别拥有百强区 7
个、3个和2个，但整体排名明显落后于江苏（见表1）。

江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以及县（市）区协调发展成

效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新苏南模式的股

份制改革。新苏南模式中占主体的是股份制企业。股

份制分散了资本供给者，促进分配合理化。政府宏观

调控的能力也在明晰产权的过程中获得有利的财政支

撑，政府有财力进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社区产业协调发展[4]。另一方面，江苏省委省政府南北

共建园区、土地增减挂钩、城市群融合发展等具体政策的陆续实施为苏北落后地区带来更多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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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用于提高当地居民增收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1]。

（四）农村脱贫攻坚任务超进度完成 1.低收入户脱贫率稳步提升。2018年，江苏共有 267674户

贫困家庭，675383低收入人口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000元以上，244个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过 18万元。2017年至 2018年度，累计有 499667户、1354166低收入人口实现脱贫，共有 486个

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18万元以上[2]。2019年底，苏北 12个扶贫重点县经济薄弱村全部达

标，12个重点帮扶县区全部“摘帽”，提前全国进度1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 低收入户增收渠道逐步拓展。工资收入成为已脱贫低收入家庭主要来源。对苏北地区 2407
户低收入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苏北五市低收入农户人均家庭纯收入达到10096元，

比 2015年的 4832元增长 108.9%，年均增幅达 21.7%。工资收入 4538元，占比 45.0%。经营净收入

1804元，占比 17.9%。转移收入 3329元，占比 33.0%。财产收入 425元，占比 4.2%。工资收入、经营净

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同比 2015年分别增长195.6%、15.7%、338.2%和102.8%[3]。

3.脱贫攻坚成效位居发达省份前列。从省际比较看，江苏脱贫攻坚成效也较为突出。主要体现

在：一是绝对贫困标准较高。2015年起江苏将绝对贫困户标准由4000元提高到6000元，明显高于同时

期浙江的4600元、广东的4000元以及山东的3600元。省定经济薄弱村全部实现“新八有”，集体经营性

收入全部达到18万以上，标准同样高于浙江、广东与山东[4]。二是减贫人口规模位居前列。2019年底，

江苏300万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收入超过6000元；821个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超过 18
万元。同时期，浙江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 80.5万人实现达标；6920个省定经济薄弱村经营性收入分

别达到 5万元以上[5]。广东于 2020年 6月实现了 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达到省定出列标准[6]。2016年

至2018年，山东则累计减少省定贫困线标准以下贫困人口 251.6万人[7]。

三、江苏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

（一）经济发展的富民效应仍需提升 1.居民收入增速仍待提高。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

山东和广东，在发达省份中处于较高水平，但绝对值与增幅仍略低于浙江。2015年至 2019年，江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95万元增长至 4.14万元，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由 3.55万元增长至 4.99
万元，超过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3%。山东和广东则分别由 2.27万元和 2.79万元，增长至 3.16
万元和3.90万元（见图4）。

“十三五”时期，江苏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仍低于人均GDP增幅。2016至 2019年间，江苏人均

GDP平均增幅 8.89%，整体增幅达到 40.4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幅达到 8.80%，整体增长

40.15%，略低于人均GDP增幅的 40.44%。而在 2016至 2019年间，浙江人均GDP平均增幅 8.32%，整

[1]童峰：《江苏南北产业转移的现状和对策的研究》，《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2017年数据来自《2017年度全省扶贫工作主要成效》，《江苏省扶贫简报》2018年第 3期。2018年数据来自《2018
年度全省扶贫工作主要成效》，《江苏省扶贫简报》2019年第4期。

[3]2015年苏北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及分项收入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局：《数说江苏 70年：持续减贫显成效，

精准扶贫跨新程》。2019年数据来自江苏省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开展的第三方评估针对苏北地区 2407户低收入

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

[4]肖宜滨、张立冬、包宗顺：《江苏脱贫攻坚历程、举措、绩效与展望》，《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6期。

[5]农业农村部：《浙江省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攻坚成效明显》，“新浪新闻”2020年7月15日。

[6]《17张图片讲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广东故事”》，央广网2020年11月6日。

[7]董光华：《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构建研究——以山东省为例》，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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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增幅 37.66%，低于江苏 2.4个

百分点，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平均增幅达到 8.86%，整体增长

40.4%，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同时

期人均GDP增幅[1]。

2. 居 民 收 入 水 平 有 待 提

升。2016年始，江苏居民收入中

位数的同比增幅首次超过浙江，

达到 9.3%，高出浙江 0.7个百分

点。2014至2017年间，江苏居民收入中位数年均增幅为10.1%，略高于浙江的9.83%，但绝对值明显低

于浙江。2014年至2017年间，浙江居民收入中位数平均高出江苏25%[3]。尽管江苏人均GDP显著高于

浙江，但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收入中位数均高于江苏，这说明江苏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普

通民众的程度亟待提高。

3.城乡收入差距仍有缩小空间。江苏城乡收入差距较小，但始终高于浙江。在 2005年—2010年

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长三角地区省份中最小的且整体保持稳定。而同期，江苏城乡收入差距

则呈现出较明显上升趋势，城乡收入比从 2005年的 2.33∶1快速上升到 2010年的 2.57∶1，但从 2013年

始，浙江城乡收入比快速下降至 2.12∶1，拉开了与江苏的差距。2019年，江苏城乡收入比为 2.25∶1，浙
江仅为 2.01:1，成为全国除直辖市以外城乡收入比最小的省份[4]。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的快速缩小得益

于省内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与发达的民营经济。2013年以来，浙江制定了更加维护市场主体权利平等

的制度安排，如率先全面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率先建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率先全面推

进办事“一窗受理”向县、乡、村延伸[5]，最大限度消除城乡间不合理的制度差别[6]。

（二）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差距 1. 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差异明显。苏南、苏中、苏北的发展差距

明显。2014年苏南、苏中和苏北人均GDP分别为 11.7万元、7.8万元和 5.1万元。2019年苏南、苏中、

苏北人均GDP分别为17.0万元、12.4万元和7.4万元，三大经济板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19年，

苏北第一产业增加值产GDP比重仍高达 10.3%，远高于苏南的 1.6%；就业人口比重达 25.3%，高于苏

南和苏中的 6.1%和 17.2%。首先，2009至 2019年江苏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比重均值超过

60%以上 [7]。城镇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的行业工资差距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8]。

[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数据来自江苏和浙江相关年份统计年鉴。平均增幅即 2016年至 2019年增长

率均值表示，整体增幅则对比 2019年与2015年计算整体增幅。

[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

[3]数据来自历年江苏和浙江统计公报。

[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来自 2010年至 2020年江苏和浙江统计年鉴，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

[5]参见陈文文、许雅文：《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为何会是浙江？》，“浙江在线”2019年9月9日。

[6]刘宁：《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研究》，《技术与创新管理》2014年第 3期；何建华：《共享发

展的浙江经验》，《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 3期；黄勇：《对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若干建议》，《浙江经济》

2020年第11期。

[7]2009年至 2019年，江苏城镇居民家庭分项收入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经笔者计算后得出工资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比重。

[8]张中锦、范从来：《江苏城乡收入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分项收入不平等效应的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

4期。

图4 2015年—2019年国内主要发达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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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江苏、广东、浙江省内区域2009年—2019年人均GDP差距比较[3]

2019年江苏制造业平均工资最高的是烟草制品业，高达 197285元，最低的是皮毛制品与制鞋业，仅为

56260元。资本市场服务业平均工资为 230954元，住宿和餐饮业平均工资仅为 51977元。尽管 2015
至 2019年江苏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从 49.3%下降至 48.8%[1]，但工资收入同样是农村居民

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2019年江苏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 51095元，是细分行业中工

资最低的。笔者认为，区域间产业布局的差异造成了苏南和苏北的经济发展差距，高端制造业、生产

性服务业及科技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则更多集中在苏南地区，产业间工资收入差距也必然导致区域

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2. 区域发展差距仍大于浙江。在沿海主要发达省份中，浙江的区域发展差距仍是最小的。从

2009年开始，浙江浙东北与浙西南人均GDP比值为 1.99∶1，远低于江苏的 2.91∶1和广东的 3.72∶1。浙

江在 2009至 2015年间，区域发展差距略有扩大，但整体差距仍低于江苏和广东。“十三五”以来，浙江

区域发展差距快速缩小，2016年浙东北与浙西南的人均GDP比值首次下降到 1.91:1（见图5）。浙江区

域协调发展的成效经验可归纳如下：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都市圈互联互通。推进建成杭温高铁一

期、甬台温高速复线等工程，加快融入浙江“1小时交通圈”。强化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

和其他中心城市的互联互通。二是强化产业园区建设，构建现代科创产业集群。以“山海协作工程”

为抓手，完成一大批以山海协作产业园和山海协作飞地园区为载体的“飞地经济”与“逆飞地经济”园

区建设。目前，浙江已形成

10个山海协作产业园（示范

区），省内 26个县参与山海协

作产业合作项目 10182个，到

位资金 4432亿元 [2]。三是延

续区域发展战略一致性。自

2003年开始，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八八战

略”以来，浙江就延续了区域

协调发展宗旨，在坚持发展东

部海洋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

进交通、科创和生态的“三条廊道”一体化发展[4]。在持续性政策实施下，浙江不仅成为城乡收入差距

最小的省份，其区域发展差距也进一步缩小。

（三）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瓶颈短板 1.“盆地化”经济地格局明显。江苏横向中部，特别是北沿江

地区横向协同能力较弱。纵向中部的泰州、淮安一线经济辐射能力较弱。造成江苏经济地理格局出

现“四周高、中间低，盆地化、空心化”的局面 [5]。早在 2015年，江苏就发布了《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

（2015—2030年）》，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一带二轴，三圈一极”城镇化空间格局。2019年8月，省委十三

[1]2015年至 2019年，江苏农村居民家庭分项收入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经作者计算后得出工资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比重。

[2]丁伟伟：《飞地经济发展研究：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师》2019年第4期。

[3]江苏、广东、浙江区域人均GDP数据分别来自三省统计年鉴。2016年之后浙江不再统计省内分区域经济指标，

我们按照2009年至2015年浙江地级市的区域划分进行计算后得出浙东北和浙西南的人均GDP。
[4]梅芳燕：《“八八战略”的浙江实践：“三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国新闻网”2017年7月10日。

[5]刘西忠：《省域主体功能区格局塑造与空间治理——以江苏“1+3”重点功能区战略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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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六次全会上娄书记首次提出“省内全域一体化”战略并指出江苏区域经济短板在苏北，苏中在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应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城镇化空间格局已覆盖到 10个设区市，但沿江的泰州、

沿海的盐城以及江海交汇的南通均不在其列，成为都市圈建设的“盲区”。

2. 沿江东西向经济联系较少。目前，长江主航道已建在建公路、铁路、城市桥梁（隧道）共 18
座，公路通道 8座。然而，从客运出行目的看，过江出行以公务出差、休闲旅游和探亲访友为主，分

别占到总量的 43.3%、19.1%和 17.4%，上班上学和个人及家庭事务购物分别占 10%左右 [1]。每周过

江出行达到 6次以上（上班上学）的通勤比例在镇扬、锡常泰、苏通区段分别仅有 4.8%、2.8%、1.9%[2]。

表明跨江通道功能更多体现在中长距离交通而非短途通勤，沿江城市群东西向经济地理空间外溢

效应仍未充分发挥。

3.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亟待补齐。一是县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高。苏北部分县域交通以公

路运输为主，且路网技术参数不高，干线公路与农村公路未能实现互联互通，对外交通不畅。二是基

础设施养护资金投入不足。苏中地区农村公路建设起步早，早期建设道路都已进入大中修阶段，养护

里程多，养护标准化水平逐步提高，养护成本日益攀升。三是“重建轻管”问题普遍存在。苏北多地仍

未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的长效管理机制，部分地区在农村改厕、村居绿化、污水处理之后对于相关设施

的管护、保养以及维修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四是缺乏明确主管部门。县、镇两级暂无专门的农村公

路管理机构，仍多由水利、建设部门代管。

四、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应对

（一）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 一是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做好承包地“三权”分置、宅基地

“三权”分置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确定权属关系，激活产权权能，实现城乡建设用

地同权同价。巩固和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运行机制，激发

农村土地资源向资产转化的活力。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建立土地经营权

抵押担保风险基金、利用交易平台提供担保、支持商业性保险和担保机构开展相关业务等分散抵押贷

款风险。以赋权赋能为核心，探索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退出转换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激发城乡土地要素资源活力，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

弃公益建设用地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3]。

（二）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2019年 1月，省委娄书记指出，“江苏全面小康的重点难点在农村、

在苏北，最大短板是低收入人口”，要“补好苏北经济发展、农村低收入人口脱贫、农村人居环境、农村

公共服务、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短板”[4]。应顺应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需求，完善农业生产性设

施。实现农村管网建设、垃圾处理、环境治理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管护一体化。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程为抓手，实现乡村道路、电力供应、信息通讯、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量质同升。探索多样化成本

分担机制，推进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配置，给予转出农业劳动力与转入地市民同等的教育、医疗与社

保待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三）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高位推动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立足“宁锡常”接合片区

[1]杨玉冬、邓润飞、徐逸昊：《江苏省过江交通出行OD调查与交通特征研究》，《中国公路》2019年第10期。

[2]邓润飞、周涛：《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过江OD调查技术——以江苏省过江OD调查为例》，《中国公路》2019年

第 1期。

[3]江苏省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江苏“十四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思路研究》，2020年。

[4]江苏省人民政府网：《娄勤俭主持召开苏北决胜全面小康座谈会》，http://jiangsu.gov.cn，202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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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率先在部分地区开展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城乡产业协同

发展平台、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等专项改革。二

是健全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乡村招商引资功能。推动乡村与城市对等的交通、信息技术与生态环

境等基础设施建设[1]。三是推进“万企联万村”，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农村发展、三产融

合探索更多可行共赢模式。提升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乡土文明，完善乡村文化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四）功能区建设重塑经济地理 一是改变传统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划分方法，以“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淮海经济带等战略为引领，依据“1+3”功能区发展战略，打破区域边界与行政分割，弱

化生产要素区域性特征，促进其有序自由流动。二是合理谋划高效、互补、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布

局。调整行政区划拓展都市区（圈）中心城市空间。坚持人地适配，鼓励资源向优势地区和优势行

业集聚，促进区域承载力趋向均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三是优化引导政策，实施差别化考核。坚

持存量资源谁挖掘、谁使用、谁交易，增量指标则随优质项目走，与地区主导产业发展规划紧密衔接

的土地政策。剥离附属在户籍之上的人口福利政策，实现人口自由迁徙。调整“一刀切”绩效考核

机制，建立差别化考核机制。

（五）促进沿江城市群组团发展 通过沿海开发、江海联动、江淮生态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等战

略举措，密切纵向经济轴带周边区域与中心区域经济联系度。鼓励苏通锡联合建设南通通州湾、南通

新机场，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长江经济带集装箱新出海口，贯通横向沿海与沿江经济板块，提

升东部沿海经济带向内陆纵深延展的经济辐射能力与江海联动效应，形成“田”字型省域一体化发展

格局。强化苏东沿海与苏西内陆的整体开发，利用G40高速以及即将开建的北沿江高铁，打造北沿江

先进制造业走廊，建设与G60科创走廊、G42高端智能制造走廊并行的长三角第三条走廊。将 328国

道打造成北沿江快速干线，与 312国道构成“快速干线环”加快过江通道建设。推动扬镇宁马铁路东

沿，与沪宁城际和跨江城际形成“城际环”,谋划苏中城际铁路，培育城镇轴，联结苏南城际网络共同构

成沿江城市组团城际铁路小环线。通过“串联东西、沟通南北”，将沿江地区率先建成网络化综合立体

交通走廊和畅达高效的城际综合交通网络，释放北沿江城市的“群效应”。

（六）加大南北产业转移力度 一是因地制宜，集中优势发展。苏北地区应明确南北产业园产业

定位和发展重点，坚持“产城融合、产业集聚、功能合理”的规划原则，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

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实现“移业就民”。二是坚持自愿合作市场化导向。建立以本地区优势及

资源和产业特点、市场分工为根本的核心产业体系。支持苏南对苏北的资源捐赠、项目投资与人才引

进。三是注重营商环境转移与制度重塑。利用苏宿工业园、江靖工业园、宁淮特别合作区等省内 48
个飞地经济工业园区示范效应，强化苏北园区高标准营商环境建设，在精简企业办事流程、降低企业

运营成本、提升引资服务能力等多方面，优化“软环境”[2]。借鉴浙江等地区先进经验，鼓励省内欠发达

地区向发达地区开展“逆飞地经济”试点，合理让渡管理权给发达地区，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加速

实现省域一体化。

〔责任编辑：如 新〕

[1]江苏省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课题组：《江苏“十四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思路研究》，2020年。

[2]江苏48个“飞地经济”名录来自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fzggw.jiangsu.gov.cn，2021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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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t dialectics. Either the "understatement" or the "overstatement" of strategic thinking is wrong.
Only a holistic and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ideological work
can deepe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achieving practical effects and thereby serving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uilding an Innovation- oriented Reg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Hong Yinxing

The key to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build an innovation-oriented reg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evaluation of innovation-oriented regions includes innovation output evaluation, innovation input evaluation
and innovation institution evalu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volves a knowledge innovation system,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at connect and promote one another. To form an integrate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need to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of a coope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in the region, the expansion of the core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in the core area,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and its periphery, and the deployment
of innovation chains around the industrial chain. As the cent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novation-oriented cities are the pole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Relying on innovation-oriented cities to
radiate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can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oriented
regions. Innovation-oriented cit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rich and diverse sources of innovation. The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comes from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lead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various innovative
talents and wide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as well as closely integrate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scope of the innovation-oriented region covers
multiple innovation-oriented cities and their radiated peripheral areas. At present, while one city and three
provinces are only the administrative scop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regions that cannot receive the
radiation of innovation element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enter have not actually entere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region.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eriphery and the
innovation center is the frui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s an innovation center, an
innovation-oriented city will actively spread technology to the periphery. The larger the scope of radiation
is, the more prominent the position as a center is. For the periphery to become part of the innovation-oriented
area,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accept high technologies from the center. The main measures include buil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parks, and establishing a sou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system. The basic conditions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enterprises truly
become the actor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co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should be increased;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innovation-oriented government.

Creating the Jiangsu Model of Common Prosperity
Fan Conglai Qin Yan Zhao Jinchun

Since the "13th Five-Year Plan", Jiangsu Province has simultaneously achieved improvement in resident
income, workers' remuneration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the elimin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In the new stage of fully embarking on the new
journey of modernization, Jiangsu needs to focus on the two main lines of both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around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modernization stage, and create the Jiangsu Model of Common Prosperity. Currently, the main constraints
to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re: The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enriching the
people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re are still gap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ottleneck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still exists. In the future, Jiangsu should consolidate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ake up for the short slabs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enhance the synergy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Jiangsu



should reshape the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by u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promote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nd strengthen the north-south
industrial transfer to build a new patter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Individual Path and the Social Path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Need for a
Better Life
Wang Junxiu Liu Xiaoliu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basic and high-level
needs, individual and social needs for understanding needs. By using word association and text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ommon word matrix of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is divided
into four subgroups: the description of a better life, personal material needs, the needs in famil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needs in nation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fter analyzing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people's need for a better lif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uch two paths to satisfy
the need for a better life: One is the individual path from basic individual needs to individual high-
level needs, and the other is the social path from individual basic needs to social basic need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ce Awareness on the Public'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Public Domain
Wang Jianhua Dou Lulu

There are conversion cost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public'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public domain, and face awareness exer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ublic's choice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public domain at this stage.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human" and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introducing multi-dimensional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to construct a preference selection model of "face awareness —multi- dimensional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public domain", collecting data from a field
survey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employ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ce awareness on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the public in the public
dom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ce awareness not only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public domain, but also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it through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In additi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education level, annual
family income, and residential place partially modulate the influential path of "face awareness —multi-
dimensional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public domain". These research
conclusions will help relate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guiding 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Ontology in Resistance: Fighting Against the Corrupt World with Poetry and
Games
—An Interpretation of Vaneigem's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Zhang Yibing

Today's bourgeois rule transforms force from visible coercion to dominance in the temptation of
spectacle consumption, turning slaves under the whip into poor reptiles in the mediocre everyday life
following the trend for a shopping spre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resist and reject the
bourgeois world, and which also determines that both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and the revolutionary
form of resisting and rejecting the rule of the bourgeois spectacle will undergo fundamental changes.
Unlike the "great night"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use the guns of Soviet
soldiers and workers to deal with the invisible oppression of the spectacle and break the role that
all the survivors voluntarily identify with. Instead, a brand-new artistic game works. The ordering of
the game does not result in actual changes that objectively exist, but in a free creative situational
activity and non-dominant inter-subject relationship, turns human existence toward divinity. This is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